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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地区失地老人养老支持体系

内卷化及其突破

——基于苏州市的个案研究

叶继红 1, 2 占少华 3

摘要：失地老人作为农村城镇化过程中因征地拆迁而产生的一个特殊群体，面临养老的现实问

题。本文对苏州“农转居”社区的研究发现，土地征用对失地老人的生活和养老方式产生了重要影

响。失地老人以“土地换保障”方式获得了基本的养老与医疗保障。失地老人养老保障标准（养老

金）在逐年提高，同时市场、社区、家庭等诸多主体都为失地老人的养老支持发挥了作用。但是，

支持主体的多元化及投入的增加并没有带来养老服务效能的提高，反而出现了福利低位锁定、传统

支持衰减、新增资源耗损等“内卷化”问题。具体表现为：失地老人的养老金与医疗保险待遇偏低，

集体经济供给能力有限，家庭与社区支持不足，机构养老接受度低等问题。因此，为解决养老内卷

化问题，需要提升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待遇，充分发挥传统养老机制的优势，发展社区嵌入式养老

机构，缩小征地范围，规避失地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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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当前中国正在全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城镇化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

－2020年）》明确提出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2018年，中国城镇化率已达 59.58%①
。中

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是与征地拆迁相连的。“通过城市边缘区农地征收增加土地供给量进而实现城市

空间扩张，已成为中国快速城市化建设的普遍模式”（何艳冰等，2017）。20世纪 90年代中期以来，

本文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转居社区转型与社区治理研究”（编号：15BSH071）、教

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城镇化发展模式的区域比较研究”（编号：16JJD840006）和苏州大学

“2018~2019名城名校融合发展战略项目”（编号：MZ33702019）的资助。

①
参见梁倩：《2018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 59.58%》，《经济参考报》2019年 8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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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中国不少地区以建设开发区、工业园区为名，进行了大规模的征地拆迁

和“造城运动”。据统计，2003～2015年，中国农用地转为非农用地面积 1156.18万公顷（刘守英，

2017）。结果，城市周边大量的农用地被征用，越来越多的村庄被撤并，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失地农民
①
。这些失地农民被集中安置在政府建造的农民公寓房，形成了众多的“农转居”社区

②
。这在较为

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尤为明显。《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1）》显示，2010年失地农民总数已达到 5000

万，预计到 2030年失地农民将会达到 1.1亿，每年新增 300万失地农民（潘家华、魏后凯，2011）。

农民失地后的养老问题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关注的对象是达到养老年龄的失地老人
③
。

有研究表明，征地拆迁后，一些地区采用“土地换保障”的方式解决了失地农民养老的后顾之忧。

土地换保障政策能够用土地的使用权换来老年农民晚年相对稳定的经济来源，失地农民因为养老问

题上访或闹事的事件大为减少（宋明岷，2007；杨文健等，2013）。同时，一些新建的失地农民安置

区也建立了日间照料中心、老年活动室、社区卫生所等养老和医疗设施，能够为老人提供必要的娱

乐、健身和医疗保健服务（姚锟茜，2014；刘祎蓝，2017）。然而，也有学者研究发现征地给失地老

人的生活带来了一些不利影响。如失地老人的幸福度下降，而抑郁水平提高（贺豪振、陶志琼，2004）；

老年人的生活空间因征地拆迁受到挤压，他们与子代家庭的空间距离增大，处于边缘化境地（刘超，

2017）；征地后失地农民的养老成本增加，除了基本生活消费成本、住房成本、医疗成本、服务成本

等显性成本外，还包括风险损失等隐性成本（施国庆、黄晶，2014）。已有研究的结果表明，征地对

失地老人的影响是双向的，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其背后反映出的是征地后养老环境与

养老资源供给的新变化，以及能否给失地老人提供充分的养老支持的问题。众所周知，失地老人养

老离不开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社会支持。这些支持是个体从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取的用于应对外部压

力的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Blumenthal et al., 1987; Cohen, 2004）。有研究表明，养老支持能够减少老

人的精神疾病，增强情感功能（Wu et al., 2017)，对老人生活质量的提升至关重要，而生活质量的提

升反过来又会促进老人形成关于衰老的良好认知（Rashid et al., 2012）。养老支持一方面与宏观社会

结构有关，另一方面又嵌入一定的文化情境中（Alexande et al., 2019）。宏观社会结构关涉的是一个

国家或地区提供养老支持的主体构成及其责任边界。一般来说，公共养老金是保障老年家庭收入的

重要制度化渠道。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国家为例，65岁以上老人的家庭收入中有 59%源自公共养老金，24%源自就业和自我雇佣

收入，17%来源于资本收益（主要是私人养老金）(ILO, 2014)。不难看出，国家在养老支持方面扮

演了最主要的角色。此外，家庭、市场、志愿组织和社会网络也提供了相应的支持，构成了福利供

给的“五边形”结构（Neubourg, 2002)。这表明，在养老支持方面，既要发挥公共部门的作用，也

①
“失地农民”，即“被征地农民”，是指因征地而失去全部或部分土地的农民。学术界多使用“失地农民”的概念，

而官方文件都使用“被征地农民”的概念。本文中涉及的这两个概念指的是同一类人。

②
“农转居”社区，又称拆迁安置社区或农民集中居住区，是政府部门为集中安置失地农民而新建的住宅小区。

③
指女性 55周岁以上（含 55周岁），男性 60周岁以上（含 60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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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重视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以及家庭的作用。有研究表明，亚洲国家尤其是东亚国家在支持老年

人方面遵循了三项重要原则，即尊重老年人、家庭成员要为老年人提供各种支持，以及坚信家庭能

提供最好的照料(Chow, 2005)。从以上论述不难看出，构建多元化的养老支持体系对维护老年人身心

健康、实现“成功老龄化”
①
十分必要。理论上讲，老年人可以从不同渠道获得较为充足的养老支

持。那么，养老支持体系的多元化供给是否一定会带来养老服务效能的提升？这需要通过实际的案

例研究予以解答。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东部发达地区苏州市的典型案例，提出“养老支

持体系内卷化”的概念和分析框架，试图对失地老人养老支持体系运行的实际结果进行解释。

二、分析框架：养老支持体系内卷化

“内卷化（involution）”是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在研究印尼爪哇农业时提出的一个概念。原意

是指“对某种既定模式的过度细化与追求反而降低了这种模式的活力”(Geertz, 1963)。之后，黄宗

智（2000）使用“农业内卷化”描述农业劳动力过密化投入导致边际报酬递减的“无发展的增长”

或“过密型增长”现象。杜赞奇（2006）则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国家政权内卷化”概念，即“国家

机构不是靠提高旧有或新增机构的效益，而是靠复制或扩大旧有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来扩大其行政

职能”。可以看出，无论是“农业内卷化”还是“国家政权内卷化”，其共同点是资源或制度投入的

增加没有带来运行效能的提高。

本文借用内卷化概念考察失地老人养老支持体系的运行效能问题。失地老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群

体，其养老支持体系内嵌于国家总体养老支持的大环境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

法（修订版）》
②
，国家提出以居家为基础、以社区为依托、以机构为支撑的养老方针，构建起“9073”

（90%的老人居家养老，7%的老人接受社区养老，3%的老人进机构养老）或“9064”（90%的老人

居家养老，6%的老人接受社区养老，4%的老人进机构养老）的养老格局（穆光宗，2018）。就失地

老人养老而言，目前家庭、社区、养老机构在提供支持的同时，政府部门发挥的作用更为明显。政

府部门提供的养老金是失地老人最主要、最稳定的经济来源和制度保障，显示出农民失地后地方政

府的积极作为与责任担当。家庭与社区则主要为失地老人提供经济支持、情感满足和闲暇娱乐支持。

而市场化养老机构则为有特殊需要（失能半失能）的老人提供机构支持。此外，一些地区尤其是发

达地区的失地老人还可以从集体经济中以福利分红的形式获得支持。因此，大体上形成了要素齐全、

功能互补、多元协同的现代养老支持体系。

失地老人虽然能够从上述五个方面获得养老支持，由多元主体构成的支持体系在形式上也越来

越精细化、复杂化，但是“福利制度的丰富并不能等同于福利效果的提升”（陈雯、江立华，2016）。

换言之，构建一个完备的支持体系的努力虽然在形式上值得肯定，但如果不能够很好地满足失地老

①
成功老龄化（successful aging），是指老年个体在功能性要素（质量）方面的特征和表现，如健康的心理、生理状况，

良好的福祉和独立性，保持生产力，愿意且适合参加社会活动等（渥兹涅克，2019）。
②
参见：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319/zb_2017n/2017_zb01/17zb01_zcfg/201701/t20170111_2946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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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需求，那么这种努力就是无效的。本文称这一现象为养老支持体系的内卷化，并结合苏州市案

例将其表现概括为如下方面：失地老人养老与医疗待遇双低、集体经济供给能力有限、家庭与社区

支持不足、机构养老接受度低等。在成因上，养老支持体系内卷化主要源于社会变迁的制度“堕距”，

即拆迁补偿制度与土地换保障政策滞后于市场变化与农民实际需求；集体资产改制后的行政干预残

留与路径依赖束缚了集体经济的市场竞争力；失地老人家庭支持功能弱化；政策供给与失地老人需

求不匹配等。因此，需要通过制度创新来破解失地老人养老支持体系的内卷化问题。遵循这一分析

框架（图 1），本文首先分析苏州市失地老人从政府部门、集体经济、家庭及个人、社区、市场这五

个方面获得养老支持的现状；其次分析失地老人养老支持体系内卷化的表现及其根源；最后提出破

解养老支持体系内卷化的对策。

M

CF

R

G

内卷化破解

－成果共享与提升待遇水平

－发挥传统养老机制优势

－发展嵌入式养老模式

－缩小征地范围

养老支持来源或主体

内卷化表现

－养老与医疗待遇双低

－集体经济与家庭支持乏力

－社区支持不足

－机构养老接受度低

内卷化根源

－土地换保障制度不完善

－集体经济内生动力不足

－家庭养老功能弱化

－政策供给与需求不匹配

G=政府部门

R=集体经济

F=家庭/个人

C=社区

M=市场

背景

－城镇化

－征地拆迁

－老龄化

图 1 失地老人养老支持体系内卷化分析框架图

三、研究方法与案例背景

本文选取的案例资料来自苏州市。之所以选择苏州市做个案研究，是因为苏州作为中国最发达

的地区之一，在为失地农民提供养老保障方面拥有比欠发达地区更多的资源。如果苏州市在为失地

农民提供养老保障方面存在困难，那么这个问题就可能会广泛存在于其他地区。课题组主要采用访

谈法收集资料，访谈的地点选取的是苏州市主城区外围的 4个辖区，因为这些区位于苏州城乡接合

部，是近年苏州市征地拆迁和农民集中居住的主要区域。课题组在 4个辖区中随机选取了 5个“农

转居”社区进行调查（见表 1）。这些社区建于不同年份，从最早的 2004年到最晚的 2014年跨越了

10年时间，能够很好反映征地拆迁的变迁过程。访谈时间是在 2017～2018年间，访谈采用座谈会

的形式，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每个社区邀请符合调查对象要求的失地老人就相关问题进行回

答并相互提示和补充。这些老人都达到了法定退休年龄，按月领取养老金，部分老人仍然从事非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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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调查人员同时对“农转居”社区及相关部门的部分工作人员进行了访谈。

表 1 访谈的地点分布

调查区域 调查地点 建立年份

吴中区 国泰新村 2004

高新区 白马涧花园 2006

工业园区
莲花新村 2006

淞泽家园 2007

相城区 富园家园 2014

苏州市是国内较早推行被征地农民“土地换保障”政策的地区之一。从全国来看，土地换保障

政策大致有五种做法：第一，将被征地农民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简称“城保”模式），以成都市

为代表。第二，将被征地农民纳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简称“农保”模式），以青岛市为代表。第三，

纳入小城镇社会保险制度体系，简称“镇保”。这是介于“农保”与“城保”之间的一种过渡形式。

该类型只在上海市实施，可称为上海模式。第四，针对被征地农民建立专门社会保障制度，如专门

建立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险制度，或建立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代表性的地区有天津和西安。

第五，将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障纳入商业保险体系，即采取“政府贴息，保险公司经办”的方式，

将基金交由专门的商业保险机构来管理和运营。这一做法被称为“商保模式”，以重庆市为代表（劳

动保障部课题组，2007；郭喜，2012；田北海、李春芳，2013）。苏州市采用的是成都模式，即将被

征地农民纳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代表了被征地农民土地换保障的较高层次和水平
①
。

按照失地老人养老支持体系的五边形结构，一是政府支持。根据《苏州市征地补偿和被征地农

民基本生活保障试行办法》（苏府[2004]16号）
②
，处于劳动年龄段人口，“经办理相关手续后纳入城

镇社会保险体系。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将不低于 70%的土地补偿费和全部的安置补助费计入其基本

生活保障个人账户，换算为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年限和个人账户。到达法定退休年龄按

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规定享受相关待遇。”而对于养老年龄人口，“从实行基本生活保障的当

月起，按月领取征地保养金。”此外，“按月计发的生活补助费、征地保养金中包括门诊医疗包干费”。

这表明，失地老人养老金中包括了一部分医疗补贴，土地换保障政策兼顾了失地老人养老和医疗的

需求。

二是集体经济支持。这表现在失地老人从集体经济获得的分红收益。苏州在推进城乡一体化过

程中，创造性地提出“三置换”的做法，即“集体资产所有权、分配权置换社区股份合作社股权；

土地承包权、经营权通过征地换基本社会保障，或入股换股权；宅基地使用权可参照拆迁或预拆迁

办法置换城镇住房。”
③
不难看出，集体资产按股分红的做法是在“农转居”过程中保护农民权益

①
这种保障类型的目标是同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相衔接，因而保障水平相对较高（杨翠迎、黄祖辉，2004）。

②
参见：http://www.suzhou.gov.cn/bmdw/srlzyshbzj/xxgk_1062/shbz_2123/zcwj_2127/201111/t20111115_79775.shtml。

③
资料来源：《苏州城乡一体化发展综合配套改革三年实施计划》（苏办发[2009]46号），参见 http://china-reform.

org/?content%20167.html。

http://yuanjian.cnki.com.cn/Search/Result?author=%E9%83%AD%E5%96%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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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机制，也是以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共同富裕这一苏南模式的延续。通过将分红收益中的一

部分用于老人养老，能够起到一定的支持作用。

三是社区日间照料支持。根据《苏州市老龄事业和养老服务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以下简称

《规划》），到 2020年，苏州市范围内“社区（村）日间照料中心或托老所（农村老年关爱之家）实

现全覆盖”。从“农转居”社区的实际来看，调研涉及的 5个“农转居”社区都建有日间照料中心（见

表 2），其中 2个较为完善，3个相对简陋。

表 2 “农转居”社区日间照料中心拥有情况

区域 地点 日间照料中心

吴中区 国泰新村 相对简陋

高新区 白马涧花园 较为完善

工业园区
莲花新村 相对简陋

淞泽家园 相对简陋

相城区 富园家园 较为完善

四是养老机构支持。根据《规划》，苏州市一方面大力支持社会力量兴办养老院，力争在 2020

年底前实现“社会力量举办或经营的床位数占养老机构总床位 70%以上”；另一方面积极改造提升

农村敬老院，力争 70%的农村敬老院完成提档升级改造的任务。

五是家庭和个人自我支持。为了弥补养老金的不足，一部分失地老人尤其是 70岁以下还有一定

劳动能力的人，继续从事一些简单的体力工作，如保洁、保绿等工作，从而获得一份额外的收入。

一位社区工作人员表示：“我们这边农村与城市还是两样的，不少达到退休年龄的老年人还在工作，

找些事做，没有退休的说法，他们多多少少都有些收入。”（201706-F-ZHJ）①
一位在日间照料中心从

事服务工作的失地老人说，他每月有 1820元的工资收入（201703-S-WDY）。为了增加失地农民的

财产性收入，苏州地方政府会在安置失地农民时，尽可能增加安置房的面积
②
，便于他们将富余的

房屋用于出租，获得收入。正如一安置小区工作人员所言，“这里的拆迁户当时每家都分了好几套

房子，可以住一套出租一套，基本上家家都有房屋出租。”（201706-F-ZHJ）

四、苏州失地老人养老支持体系的内卷化

（一）养老金待遇偏低

当前，失地老人养老收入的最主要来源是政府提供的养老金。2018年的养老金标准为每月 990

元，较上年增长了 6.9%。近 3年来的增长率保持在 7.5%左右（图 2）。这些养老金对保障失地老人

的生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①
访谈资料编码规则：访谈时间+访谈地点首字简拼+受访者姓名简拼。

②
据调查，江苏苏南、苏中与苏北三地失地农民家庭住房总面积分别为 204.5m2、154.5m2、127.1m2，按人均面积来计

算，三地人均住房面积分别为 52.0m2、39.6m2、32.4m2（叶继红，2018）。显然，苏南地区安置房的面积较大，失地

农民家庭将多余面积用于出租的可能性也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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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苏州市 2009年以来失地老人养老金变化情况

注：各年养老金数据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得到，如《关于调整苏州市区被征地农民保养金标准的通知（苏劳社农〔2009〕

2号）》，《关于调整苏州市区征地补偿和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相关标准的通知》(苏人保养〔2018〕15号)。这些数据

与访谈获得的数据基本一致。但不同区域的养老金标准不统一，经济条件较好的苏州工业园区较苏州市一般水平要高。

如根据《关于调整园区被征地农民养老年龄段人员征地保养金标准的通知》规定，从 2017年 7月 1日起，园区被征

地农民养老年龄段人员的征地保养金标准从每月 910元调整至每月 970元。

虽然政府提供的养老金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失地老人养老的脆弱性，保障了他们的基本生活，

然而，征地后生活成本的上升、物价的上涨，使得失地老人生活开支加大，养老金入不敷出。在实

地走访中失地老人普遍反映养老金偏低，与其生活成本不成比例，也低于其他城市居民。一位被访

者抱怨道：“现在物价这么高，还要交水费、电费，我们这点钱哪够用啊。你看现在公务员退休工资

都有五六千块，工厂工人退休金也有两千多，我们没法跟他们比。”（201703-G-WZJ）事实也是如此。

2018年的养老金标准（990元）仅比同年苏州最低生活保障标准（945元）
①
高出 45元。如果将当

年的养老金与当年城镇企业退休人员月均养老金（3006元）
②
相比，则前者只有后者的 32.7%，说

明失地老人的养老金的确偏低。而在实地访谈中，一位地方官员却不这么认为，他说：“失地农民交

满 15年的养老保险后被纳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退休后将与城镇职工享受的退休待遇没有区别。”

（201811-W-LSZ）当笔者指出事实上是有差别时，对方解释说这主要是由工龄、缴费基数、缴费年

限等不同造成的。这一说法虽有一定道理，但不能将失地老人养老金偏低简单归结为其自身原因所

致，而没有将农民被迫失地这一事实考虑在内。

此外，被访者对其养老金的涨幅也不满意。一位被访者表示：“今年的养老金比去年涨了 7%左

右，也就是 60元左右，而公务员工资那么高了还在涨，他们同样涨 7%就是 300多元，这根本不合

理。”（201707-S-CZF）由此，失地老人产生了较强的相对剥夺感，体验到了土地征收过程中利益分

①
苏州市统计局，2019：《2018年苏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苏州日报》1月 21日。

②
参见：《关于发布 2018年度苏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的通知》，http://www.zfxxgk.suzhou.

gov.cn/sjjg/szsrlzyhshbzj/201906/t20190611_11815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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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的不公平性。在他们看来，土地被征收后由农用地变成了建设用地产生了巨大的增值收益，而他

们没有分享到应得的份额。并且当国家承担的福利保障功能不能达到他们的期望时，这种不公平感

会进一步加剧（Sabbagh andVanhuysse, 2014）。

（二）配套医疗保险待遇偏低

失地老人通过土地换保障的形式解决养老保障的同时，也被纳入了医疗保险范围
①
。但是，纳

入医疗保险的“起点”公平并未带来他们期望的医疗报销待遇的“结果”公平。根据《苏州市社会

基本医疗保险管理办法》（市政府令 138号）
②
规定，“养老年龄段被征地农民和劳动年龄段被征地

农民中的大龄人员”，在 1000元限额以内由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按照不超过 60%的比例给予补助。

从访谈情况来看，失地老人一年报销的费用仅为 300元左右
③
，医疗保险的保障水平明显偏低。而

看病费用对他们来说仍然是一项较大的支出。一位被访者抱怨说：“现在就是有病看不起。老年人多

多少少会有点病。去医院看病门槛高，做个检查就要好几百，看病不经过那一套程序不给你看。发

个烧不给你量体温，叫你直接去验血、去做 CT。”（201709-F-WZG）有研究表明，中国大约 60%的

看病负担来自 45岁及以上年龄人口的非传染病医疗费，老年人的疾病负担占到中国总疾病负担的

2/3(Chatterji et al., 2008)。而在医疗保障不足的情况下，失地老人必然会从养老金中支取医疗费用，

从而影响到了他们的生活和养老。不仅如此，保障水平的高低还会直接影响到老年人对医疗服务的

利用（杜鹏、谢立黎，2017）。如果保障水平偏低就会抑制他们的就医需求，导致身体更差。

（三）集体经济供给能力有限

虽然总体上苏州农村集体经济为农民家庭提供了分红收益，也为养老支持提供了可能，但不同

乡镇（街道）差异较大。苏州除高新区 S街道在集体资产运营和保值增值方面做得较好外，其他社

区的集体资产对失地老人的支持作用较为有限。S街道的经验在于采用“政经分离”
④
的做法，由街

道层面统一管理和运营原各行政村的集体资产。该街道在征地拆迁后将原先的 24个自然村合并为 7

个社区，原村集体资产统一交由街道进行经营，从而确保了集体资产的规范运作与保值增值。强大

的集体资产为居民的稳定分红提供强大的财力保障。目前平均每户每年的分红收益大概保持在 8000

元左右。而对其他社区来说，原村集体资产的管理和运营则仍然由各村（社区）负责，其保值增值

①
苏府[2004]16号文件规定，要“将需要补偿安置的 16周岁以上被征地农民分不同年龄段，实行不同的生活保障标准

和医疗保险”，而《苏州市市区征地补偿和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实施细则》（苏府办[2014]205号）进一步提出，“将符

合条件的被征地农民纳入居民医疗保险”。

②
参见 http://www.suzhou.gov.cn/zwfw/sbmz_13173/rdzx_13212/201611/t20161110_802967.shtml。

③
以苏州相城区富元社区为例，失地农民人均参保基金为 1000元，其中个人出资 300元，村集体经济补贴 100元，区、

镇（街道）财政分别补贴 300元。失地农民每年的门诊费根据就诊医院的不同可以报销 40%～60%，上限为 1000元。

也就是说，每年只能享受 300元左右的医疗费补贴。

④
“政经分离”，是指村(社区)自治组织从集体资产经营和经济运营中退出，村（居）支部书记和村（居）委会主任不

再兼任经联社社长，也不直接参与任何经济经营活动，集体经济组织成为自主运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经济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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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间和供给的能力都比较有限，被征地农户所获的分红收益相对较低，每户年均收益大约为 2000

元，因而从中能够提供给老人养老的资金占比份额就更少。

（四）家庭与社区支持不足

从家庭支持来看，由于征地后失地老人子女自身就业的不稳定以及收入水平有限，他们很难有

多余的钱赡养父母，更不用说一些家庭还存在“啃老”现象。一位失地老人表示：“(和子女)住在一

起，我们还要供他们吃呢。他们有工作，赚不了多少钱啊，每个月也不上交伙食费的。”（201805-B-HJK）

笔者在访谈中还了解到，失地老人出租房屋所得收入基本上也归老人的子女支配了，老人一般拿不

到这笔钱，但子女可以将其中的一部分用于老人日常开销。

从社区日间照料中心的支持来看，目前两个功能相对完善的日间照料中心均采用“公建民营”

的运作模式，交由专业社会组织来具体经营和提供服务。富园社区日间照料中心负责人表示：“我们

居家乐养老服务机构，是通过政府招投标来这边的。这边总共 6个工作人员，2人负责日常管理，3

人负责烧饭，1人负责保洁。老人们通过注册成为居家乐养老机构的会员，目前大概有 130人左右。

我们日常工作主要是为老人提供健康检查、生活照料、健康知识讲座等服务，为一部分人提供午餐，

也会上门提供理发、修脚等服务。”（201809-F-CHH）社区日间照料中心本应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但是目前多数“农转居”社区所建的名为日间照料中心，实则是一个综合性的服务中心和社交场所。

按照要求，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需要为“日托老年人提供膳食供应、个人照顾、保健康复、娱乐和

交通接送等日间服务”。显然，目前“农转居”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尚不具备这些功能，这既是社区养

老服务功能不完善的表现，同时也是社区养老服务供给不足，尤其是社会力量参与不足的表现。

（五）居住空间上的边缘化

集中居住在改善失地老人居住条件的同时，也使得一部分失地老人在居住空间上被边缘化，出

现了车库住人现象。在一些“农转居”社区，多层住宅的车库被住户改造为房间，专供老人居住。

这些小屋的面积一般为二十几平方米，室内陈设也较为简陋。之所以安排老人居住于此，首先是方

便老人生活。采访中，一位老人表示：“住车库比起住楼房呢还是不错的。老人呢住在车库里比较舒

服，不用爬楼梯了，我们年纪大了爬上爬下有困难呢。”（201705-B-HYT）其次，老人住车库，可以

将楼上的房间腾出来作为子女的婚房或方便出租贴补家用。这说明，当老人自身需要与子女需要产

生冲突时，他们往往会主动做出让步。尽管这样做可能会牺牲老年人的自我利益、健康等，但能够

确保子女的需要始终处于首位（Wu and Chao, 2011）。第三，老人自愿住车库可以减少老人与子女

同住可能产生的代际矛盾。因而原本作为停放车辆或放置杂物的车库就有了新的用途。这种“非预

期后果”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与主体（政府部门）对客观情境认知不足有关，即当“社会出现的客

观情境需要立即采取行动加以应对，而主体对该情境通常缺乏认知，这种情况下的行动将会导致非

预期后果”(Merton, 1936)。车库住人现象反映出失地老人居住空间受到挤压，空间利益受损，居住

质量下降。而这与改善老年人生活条件的集中居住政策的初衷是相悖的。这也反映出政策设计者对

失地老人居住需求认识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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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机构养老模式接受度低

当前民办养老机构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传统家庭养老以及官办养老机构（福利院、敬老

院）供给的不足，也为失地老人的养老提供了一种选择。但是，课题组实地走访时，发现选择养老

机构养老的人数较少，失地老人对入住养老机构的意愿不强，需求不足。究其原因：第一，他们不

习惯养老院的环境。正如一位被访者所言：“一个人去养老院没劲，一般没有病是不会去的。社区日

间照料中心比较好，都是熟人，可以打打牌，说说话。”（201704-B-YHF）相关研究也表明，“养老

院的好处在于强调健康护理，但不足之处在于忽视社会关怀”(Cheung et al., 2005)。数据也显示，在

我国农村养老院中的老年人，能够进行成功老龄化的比例不足二成（17.6%）(Wu et al., 2017)。第二，

去养老机构费用较高，普通家庭承受不起，对子女也构成一定的经济压力。一位被访者表示：“去养

老院一年要好几万，自己一个月就一千元养老金，吃都不够。儿女都同意拿出钱才能去。但是让小

辈拿钱出来是不可能的，老人总要体谅小辈，小辈不是每一个人都生活得很好的。”（201704-G-ZFJ）

第三，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在亚洲一些国家，子女更愿意让老人在家里养老（Gupta, 2002）。因为在

有子女的情况下将老人送去养老院被视为对老人不孝。虽然已有研究认为目前中国孝文化受到一定

程度削弱，但对于这些刚转变为新市民的失地农民来说，这些观念仍然根深蒂固。这也在很大程度

上制约了失地老人对养老机构的选择和利用。

五、苏州失地老人养老支持体系内卷化的根源

（－）土地换保障制度有失公允

苏州失地老人养老与医疗待遇偏低主要归因于土地换保障制度的不完善。目前各地普遍采用的

土地换保障做法本质上是一种权利交换机制，即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换取城镇社会保障权。交换

双方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通过交换机制地方政府和失地农民各取所需，一方获得了用于开发的土

地，另一方获得了相应的社会保障。这种交换表面上看是一种公平公正的交易行为，实则存在一定

问题。其一，交换主体不具有对等性。“以土地征用方式进行的交易将交易双方置于不平等的位置，

作为卖方的农民很难与强势的买方政府进行讨价还价”（Zhu, 2006），导致一些地方出现征地拆迁中

的抗争行为与群体性事件。其二，形式上的公平并不等于实质上的公平。目前土地换保障仅具有形

式上的公平性，而体现在内容上的实质性公平仍然缺失。这种形式上的公平掩盖了实质上的不公平。

（二）集体经济内生动力不足

征地拆迁将绝大部分农村集体资产（例如土地）变为了国有资产。虽然苏州在“农转居”后保

留了一部分集体资产，但转制后的社区集体经济供给能力有限，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主要原因有：

第一，目前村（社区）集体经济经营形式比较单一，大多以资产或资源租赁为主，经济结构单一，

经营方式粗放，经济效益不明显，集体资产保值增值普遍面临瓶颈问题。即便是在集体经济发展条

件相对较好的 S街道，每年分红都有街道的财政给予兜底保障，街道由此背上了沉重的财政包袱。

第二，村（社区）股份合作社的主要负责人大多是原先的村干部，这些人年龄偏大，专业知识有限，

人员素质无法与岗位要求相匹配，而基层又很难吸引年轻的专业人才。第三，在管理体制上，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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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对集体经济组织干预过多，“政经分离”的制度转换不彻底，组织内部治理机制不完善。

（三）城镇化后家庭养老功能进一步弱化

传统上，中国家庭具有重要的养老功能，因此就有了“养儿防老”一说，也形成了悠久的“孝”

文化。而随着城镇化和现代化的发展，人口流动的加快，传统孝道观念在逐渐发生变化，家庭养老

功能也逐步走向弱化。征地拆迁则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过程，使得家庭的养老支持在失去土地的情况

下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尽管如此，有相关调查显示，征地后仍然有超过九成（90.5%）的家庭自

行承担了失地老人的养老责任，较受访者认为应该由其家庭来承担养老责任的比例高出 20.9%（罗

忠勇、漆雨烟，2013）。这一方面反映出家庭仍然是失地老人养老服务最主要的供给者，另一方面也

反映出政府及相关部门在征地拆迁的巨变之后所提供的养老服务存在不足。

（四）政策供给与失地老人需求不匹配

当前苏州“农转居”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养老功能不完备以及市场化机构养老不受欢迎的“两难”，

在很大程度上表明政策供给与居民需求的不匹配，即供非所需，需不得供。这就造成了不少日间照

料中心与养老机构因利用不足而导致设施闲置与资源耗损。随着养老政策从简单的“床位”供给向

寻求合适养老“地点”的转变（Williams et al., 2016），家庭和社区对养老的重要性正在被重新发现。

老年人尤其是安土重迁的失地老人都希望尽可能地在家里生活并能够从社区获得可靠的支持，以满

足他们社会的、身体的、情感的、营养的等诸方面需要。社区之所以成为失地老人养老的重要依托，

是由社区所具有的天然的亲密性和安全感决定的。社区养老满足了老年人不愿离开社区就地就近养

老的心理需求，因而成为失地老人养老的理想选择。而社区照料的缺乏会导致本可避免的老人住院，

滞留医院，进而出现身体和心理健康的下降，以及长期住院护理的结果(Walker, 2011)。因此，“家

庭+社区照料”的养老模式更有利于老人的身体和心理健康，这就要求发展社区嵌入式养老模式。

六、破解失地老人养老支持内卷化的路径思考

苏州市失地老人养老支持体系的内卷化反应出全国失地老人养老支持体系建构中的一般性问题，

也就是地方政府将重点放在了各种形式的制度建设上。但是，这些看似完备的制度并没有有效地满

足失地老人的养老需求。本研究认为，破解内卷化亦即“去内卷化”需要改变形成内卷化的社会经

济条件（郭继强，2007），重构失地老人养老支持制度背后的资源分配体系，重视农民失地后出现的

新问题和新需求。

（一）优化土地换保障的制度设计，让失地老人共享发展成果

中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建立在“剥夺”农民土地的基础上，失地农民为国家和地方的城镇化建

设做出了巨大贡献，理应得到公平合理的补偿。“一个正义的社会将会通过获取包括最有天赋者的能

力在内的资源，为那些最不幸者寻求补偿，帮助改善他们的境况。……真正的正义要求不再奖励那

些天赋高的人，而是补偿那些能力较弱的人。简言之，正义的伦理不是奖励，而是补偿。”(Djeudo, 2013)

因此，从提高失地老人福利待遇的角度，政府部门有必要优化制度设计，“将最需要者的需要列为社

会的最高价值”（Gorovitz, 1975），让作为最需要者的失地老人能够共享城镇化的发展成果，逐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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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其养老金水平和养老金增长幅度，缩小他们与高收入者的收入差距，确保老年人的生活即使在通

货膨胀、物价波动时也不因养老金缩水而陷入生活困境。据测算，“退休者的消费相当于就业者的

75%”（Gillion et al., 2000），因此，失地老人养老金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同时，相对合理的增幅标

准应该保持在 11%～16%（施国庆、黄晶，2010）。这与被调查者期望的养老金月标准在 1200～1500

元之间也是相吻合的。此外，要从失地老人身体健康状况与医疗支出的实际出发，设法提高失地老

人的医疗保险水平，真正发挥医疗保险对失地老人防范疾病风险的作用。

（二）充分发挥传统养老机制优势，降低失地老人养老成本

任何现代养老制度的建立与发展都要以传统的养老机制为补充，与地方的传统相融合，反映地

方特色。尤其在正式制度存在保障不足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从传统上看，在征地之前，苏南农村

集体经济是农民福利的重要来源之一，承担了部分养老功能。征地后传统上的集体经济分红、老人

继续就业、以房租来贴补养老费用等做法仍然在发挥作用。基本上形成了以政府养老金为主，集体

经济分红、老人继续就业为辅的收入来源结构。这样一种结构有助于失地老人多途径地获取养老收

入，能够降低单一依靠养老金可能产生的潜在养老风险，减少政府养老的脆弱性。因此，应该肯定

传统农村养老机制的优越性与不可替代性，充分重视和发挥集体经济对失地老人的保障作用。在“农

转居”过程中，既要用好“留用地”政策
①
，开辟村级集体经济增收渠道，也要创新集体经济增长

方式，完善集体经济内部治理机制，提升集体经济的市场竞争力和保障能力。与此同时，鼓励失地

老人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如保安、保洁、保绿。这样做一方面能够获取一份养老收入，另一

方面可以使老年人认识到自身的价值和作用。

（三）发展社区嵌入式养老模式，将机构养老与居家养老相结合

社区嵌入式养老是将市场化的养老机构嵌入社区并提供养老服务的一种新模式，它强调机构养

老与居家养老的融合发展。该模式的实现主要有两种途径：其一，提升社区日间照料中心的服务功

能。根据要求，以社区为依托的日间照料体系是由老人的保障性住房、照料人员、日间老人照料计

划、家庭护理等诸要素构成（Williams et al., 2016）。因此，要对现有的日间照料中心进行全面升级

改造，整合社区卫生资源，组建专业化服务队伍，加大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养老服务力度。其二，

与养老机构合作建立社区养老公寓。以苏州工业园区斜塘街道老年公寓为例，该老年公寓是在公办

基础上引入市场化机制的混合型养老院。由于该养老院建在社区内，受养老人虽然身处养老院，但

他们熟悉的环境并没有发生变化，他们并没有脱离社区、脱离社会，因而都能够适应和接受养老院

的生活。目前苏州一些村（社区）已在尝试，如张家港永联村、常熟市蒋巷村、相城区灵峰村等在

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专门规划建设了适合老年人居住的老年公寓，实现老人“在家门口养老”，取得

了较好的效果。

①
所谓留用地政策，是指政府在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时，按照征地面积的一定比例核定用地指标，让被征地集体经济组

织用于发展除经营性房地产外的第二三产业，包括商业、外来人员公寓、综合大楼等经营性项目以及标准厂房等，使

被征地农民分享部分土地增值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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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缩小征地范围，减缓征地速度，规避失地风险

当前中国因大规模征地拆迁而引发的社会问题（包括养老问题）受到了愈来愈多的关注，征地

拆迁也成为不少地区特别容易诱发社会矛盾的重要触点。因此，从源头治理的角度，首先要转变城

镇化发展思路，变强行拆迁、“赶农民上楼”为合理引导、有序推进。为此，必须缩小征地范围，减

缓征地速度，尤其是在欠发达地区更应如此。其次，要建立征地协商制度，赋予农民在土地征收中

的参与权、监督权和话语权，确保农民在城镇化中的主体地位。第三，要加强对地方政府征地行为

的规范和约束。政府作为征地制度的实施者与潜在受益人，其双重身份使其难以遏制逐利冲动（王

瑞雪，2013）。因此，要完善征地及土地换保障制度的风险评估及预警机制，规避农民被征地后的各

种风险，遏制地方政府的寻利动机，维护农民的利益。

七、结语

失地老人养老问题是在当前快速城镇化背景下产生的一个现实问题，也是转型期人口老龄化与

征地拆迁叠加、交织在一起而形成的一个复杂问题。中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必然会使目前的征地拆

迁政策继续推进下去，因此未来失地农民群体还会不断扩大，失地老人的养老问题也会更加凸显。

如何在城镇化的推进过程中帮助老年人口应对收入机会的减少、妥善解决失地老人的养老问题，既

是政府部门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城镇化健康发展的一个关键点。失地老人养老问题也为现有的养

老问题研究增加了一种特殊的类型。苏州市作为中国发达地区在解决失地老人养老问题的探索也有

借鉴意义。

总体上看，苏州市虽然依据土地换保障政策将失地农民纳入城镇养老保障体系，实现了失地农

民由土地保障向社会保障的转型，但失地老人养老支持体系内卷化的问题仍然存在。也就是说，养

老支持体系形式上的完备与细化并没有带来与之匹配的失地老人福利水平及养老服务效能的提升，

反而出现了福利低位锁定、传统支持衰减、新增资源耗损等问题。具体来说，首先表现为低水平的

福利供给，即现有的制度安排（养老金与医疗保险待遇）将失地老人锁定在低水平的福利状态。其

次，表现为集体经济与家庭支持出现乏力，即传统上集体经济与家庭支持的功能在“农转居”过程

中不断弱化和衰减。第三，表现为养老支持资源的耗损，即现有的养老设施（如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与市场化养老机构）的投入由于其功能有限与利用不足而出现资源耗损现象。这表明，即使是在苏

州这样的发达地区养老支持也不容乐观，更不用说经济水平滞后于苏州的中西部地区了。苏州市作

为一个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在失地农民养老制度的设计上走在全国前列。苏州养老支持体系的内

卷化也许反映了很多地方政府在失地农民养老支持政策上的共性，也就是地方政府越来越重视制度

设计，力求构建一套完备的支持体系，但社会弱势群体所获得的资源并没有实质性的增加，他们的

需求也未能得到有效满足。因此，将失地老人纳入城镇保障并不等于解决了其养老问题，关键在于

重构现有的失地农民养老政策体系，提高失地老人的社会保障水平，包括生活水平与医疗保险待遇

水平的全面提升。同时，要提升社区日间照料服务效能，发展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改善老人的居

住条件。此外，现有的保障模式还应发挥传统养老机制的优势，如集体经济分红、老人继续就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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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弥补土地换保障政策的不足，实现传统养老方式与现代养老保障制度的充分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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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volution of the Eldercare System for the Landless Elderly in China’s
Developed Regions:ACase Study Based on SuzhouMunicipality

Ye Jihong Zhan Shaohua

Abstract: As a special group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urbanization and land acquisition, the old people who lost their land are

facing the practical problems regarding eldercare service provision. This article,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a “rural to residential”

community in Suzhou Municipality, Jiangsu Province, finds that land acquisition has generated a strong impact on the life and

pension style of the landless elderly. The old people who lost their land are provided with a basic pension and medical coverage

under the scheme of “land for security”. The local government has continuously increased their pension while at the same time

designed policies to enable them to receive support from the market (wage jobs), community, family and other sources.

However, the proliferation of eldercare support institutions and the investment increase have not substantially improved the

efficiency of eldercare services. Instead, involution problems emerged, including insufficient pension, diminishing traditional

support and inefficient use of public resources. Therefore,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eldercare involution”,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land-for-security system, give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traditional sources of eldercare support,

develop community-based support institutions, reduce the scope of land acquisition, and increase the standards of compensation

for loss of land.

KeyWords:The Landless Elderly; Elderly Support; Involution; SuzhouMunicip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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